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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浙江最早开启世界文学之窗？ 

吴笛 

【摘 要】谁为浙江最早开启世界文学之窗？ 通过对这一命题的审视、梳理和考据，我们可以发现，在中西文

学交流过程中，早在清末民初，出生于浙江杭州的蒋其章、沈祖芬、魏易等译者，就开始在中西文学之间搭建桥梁，

他们不仅最早为浙江开启了世界文学之窗，而且也为中国翻译文学的真正起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第一部翻

译文学作品《昕夕闲谈》出自浙江译者，我国翻译的第一部美国文学经典《黑奴吁天录》和第一部英国文学经典《绝

岛漂流记》均出自浙江。浙江译家不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世界文学的窗口，拓展了视野，同时也为英美等西方文学

在我国的流传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世界文学 浙江翻译 《昕夕闲谈》 《黑奴吁天录》 《绝岛漂流记》 

作者吴笛，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8） 

究竟谁为浙江最早开启世界文学之窗？ 谁在中西文学之间最先搭建桥梁？ 这是一个需求浙江外国文学学者介入并且加以

考据和论证的命题，也是浙江地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一个命题。对于这一命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最早为浙江开启世界文学

之窗者， 也最早为中国文化开启世界文学之窗，使得中国文学通过积极介绍和借鉴，参与世界文学事业。换言之，是浙江的译

家，最早为我国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之窗。 

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翻译文学作品的《昕夕闲谈》出自浙江译者的手笔，而且，与林纾合作以“林译小说”而闻名的魏易、

翻译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笛福的代表作《绝岛漂流记》的杭州译者沈祖芬，对于我国的翻译文学，具有开拓

性的意义。还有首次翻译俄罗斯文学中的莱蒙托夫、契诃夫、高尔基等重要作家作品的浙江译者吴梼、我国第一部译自德文的

诗集《德诗汉译》的浙江译者应时——他们这一翻译群体， 为浙江乃至中国最早开启了世界文学之窗， 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形

成和发展，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拟从我国的英语文学翻译入手，探究浙江译

者开创性的艺术贡献。 

一、传教士的文学翻译及其属性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西方的一些文学经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被我国学界和读者所知晓，唯有在少数传教士的著作中，

偶有提及或者引用。如明清之际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ro Ricci，1552～1610）、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eus dePantoja, 

1571～1618）等，都在自己的著作里引用了伊索寓言中的故事， 但这些少量的引用不仅算不上文学翻译， 而且所发挥的中西

文学交流的效用也是相当有限的。而1840 年前后在广州出版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852 年在广州出版的《金

屋型仪》， 以及1853 年在厦门出版的彭衍（即班扬）的《天路历程》，则是相对完整的外国文学译著了。 

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些翻译作品大加赞赏，甚至有人认为《金屋型仪》是中国的“第一部翻译小说”①，但因为是外国传教士

所译，所以根据学界对翻译文学约定俗成的定义，这些作品难以归于我国翻译文学之列。《意拾喻言》是古希腊的一部寓言集，

该书的中文译者是英国人芒·穆伊（Mun Mooy）和其学生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 

《金屋型仪》是德国的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作者是德国作家赫曼·鲍尔（Hermann Ball），出版于1840 年，原文题为《十

字架的魅力》（Thirza, order die Anziehungskraftdes Kreuzes），译者则是传教士叶纳清（FerdinandGenahr），而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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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英文译本的译者是伊丽莎白·劳埃德（Elizabeth MariaLloyd），英译本于1842 年出版于伦敦，该译

本书名仍遵循原著，名为《十字架的魅力》（Thirza, or, theAttractive Power of the Cross）。《天路历程》是英国文学

史上的杰作之一，可是该中译本译者也是传教士，名为威廉·彭斯（William Burns，1815～1868）。 

可见，这些译著出自传教士之手， 而且除了《意拾喻言》之外，《金屋型仪》和《天路历程》都在译本中突出其中浓郁的

宗教色彩，是传教士用来传教所用的，如《金屋型仪》讲述的是一个犹太女孩信奉基督教的故事，书写她改变信仰，带领家人

信主归真的故事。而长篇小说《天路历程》尽管是一部严肃的文学经典，但传教士们崇尚这部作品，主要是为了宣扬如何经历

各种艰难险阻，最终获得灵魂拯救。 

所以，这些被传教士所翻译的作品，即使有些原著属于文学经典， 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难以归入我国的翻译

文学的范畴。因为中国翻译文学是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译的外国文学作品”②。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如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子展的《中国小说史》，以及建国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

现代文学史》等，书中都专门列有翻译文学专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更是设有《翻译文学卷》。 

于是，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拓展。“翻译文学直接参与时代文学主题的建构，与创作文学形成互动、互文关系。”③没有

翻译文学，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甚至无从谈起，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域外小说的输入， 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

内部的变迁，是20 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 

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 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对于一个文学

上的‘泱泱大国’来说，走出自我封闭的怪圈，面对域外小说日新月异的发展， 并进而参加到世界文学事业中去，并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在关键性的头几步。”④ 

由于文化圈的缘由，按照学界的共识，我们论及的翻译文学，不仅有别于宗教层面的翻译（包括佛教），而且是就中西文

化交流而言的。于是，普遍认为，中国的翻译文学，始于19 世纪70 年代。翻译文学还在一定意义上有别于文学翻译， 它是一

种价值尺度，所强调的是与民族文学的关联，正如我国学者的论述：“中国翻译文学是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它实际上已

经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异域色彩的中国民族文学。”⑤而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翻译小说的，则

是出自浙江学者，这就是1873 年初开始刊载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 

二、《昕夕闲谈》——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 

世界文学之窗开启的模式主要有两种： 他人开启与自我开启，具体地说，开启者有外国的传教士开启以及我国的翻译家。 

外国传教士由于受到语言以及自身传教使命的限定，就文学传播而言，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开窗者在

窗外也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而我国译家从内部打开窗户朝外看，才更加具有主动性，才能真正看清外部的景色。 

而《昕夕闲谈》就是由我国译者主动开启的第一扇世界文学之窗。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这部长篇小说被誉为我国第一部

翻译小说， 是极为富有学理性的。原著作者爱德华·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当时在英国文坛是与狄更斯

齐名的作家，著有《庞贝的最后时日》等多部长篇小说， 而且在政界担任过国会议员及殖民地事务大臣。利顿在世时，其作品

就被翻译成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多种语言，1879 年，他的作品被首次译成日语。 

这是利顿的政治小说《欧内斯特·马尔特拉夫斯》（Ernest Maltravers），由日本译者丹羽纯一郎译成《花柳春话》在日

本出版。西方有学者撰文认为，利顿的“《欧内斯特·马尔特拉夫斯》是第一部从西方翻译成日文的完整的长篇小说”。⑥英国

长篇小说《昕夕闲谈》（Night and Morning）英文原文于1841 年出版， 英文原著共为五卷（Book），第一卷共分11 章（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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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共分12 章，第三卷共分14 章，第四卷共分8 章，第五卷共分23 章。全书共68 章。该小说通过一个贵族私生子的生活

经历， 描写了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伦敦和巴黎上流社会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和种种丑恶现象，具有成长小说和现实批判等多种

内涵。 

《昕夕闲谈》的中文译本于1873 年初开始刊载。当时，《昕夕闲谈》原著名称以及原作者名都没有体现，译者也是署的笔

名“蠡勺居士”。 

译者翻译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还是由于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⑦，

用传统的观念来肯定其思想和艺术的价值。 

《昕夕闲谈》分26 期于1873 到1875 年发表在上海的月刊《瀛寰琐记》上，该刊物由申报馆刊行。发表在该月刊1873 年1 

月的第3 期至1875年3 月的第28 期上面。每一期上刊登两节，一共是52 节。在28 期之后，由于月刊更名，同时形式也做了调

整， 这部翻译小说的刊载也就终止了。1875 年的晚些时候，增补了三节，并以书的形式得以出版，编入“申报馆丛书”第七

十三种。 

由于这本小说译者名署的是笔名“蠡勺居士”。那么，“蠡勺居士”究竟是谁？学界对此有过考证，也有过争议。有关《昕

夕闲谈》译者考据的论文，数量多达十多篇，但经过研究和考证，学界倾向于认为《昕夕闲谈》的译者便是浙江钱塘人士蒋其

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韩南（PatrickHanan），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考证。根据他的研究和考证，《昕夕闲谈》

的译者便是浙江人士蒋其章。帕特里克·韩南是新西兰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他不仅认为《昕夕闲谈》的译者是浙江人

士蒋其章，而且强调他是“《申报》的最初的主要编辑之一。”⑧一般认为，“蒋其章生于1842 年，籍贯为浙江钱塘，1870 年

乡试中举，1877 年在会试中金榜题名，之后曾被任命为敦煌县县令。”⑨这部翻译作品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更有历史学家认为，

该书的出版，“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西文化交流、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⑩。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出自浙

江， 这无疑是浙江学人的出色贡献和浙江学界的骄傲。 

三、英美文学经典的浙江首译 

除了作为中国首部翻译小说的《昕夕闲谈》，浙江译界在英美文学翻译方面为我国翻译文学作出贡献的还有与林纾合作的

魏易以及翻译英国经典小说《绝岛漂流记》的杭州译者沈祖芬。如果说利顿的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还算不上文学经典的话，

那么浙江译家魏易与林纾合译的长篇小说《黑奴吁天录》无疑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美国文学经典了， 浙江译家沈祖芬所翻译的

笛福的长篇小说《绝岛漂流记》无疑也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英国文学经典了。 

（一）魏易与林译小说 

在“蠡勺居士”蒋其章之后，为我国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便是林纾了。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中，林纾（1852～

1924）的翻译独树一帜。他虽然译出的小说多达180 多部，但他本人并不懂外文，全仗与他合作者的选材和口译。在多位合作

者中， 以浙人魏易的成就最为突出。魏易（1880～1932），字仲叔（一作聪叔），又字春叔，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三

岁丧母，九岁丧父，家境十分贫寒，由家乡的一位亲戚养大。 

在杭州期间，他刻苦学习，十七岁时，离开杭州，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回到杭州发展。在林译世界文学名著中， 

由魏易选定并担任口译的作品即达数十种，其中包括多部英美文学名著，如英国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

尔》）、《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滑稽外史》（即《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贼史》（即《奥利弗·特威

斯特》）、《冰雪因缘》（即《董贝父子》）；英国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英国斯威夫特的《海

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 英国兰姆改编的《吟边燕语》（即《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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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等。林纾和魏易的合作，被誉为“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黄金组合”○11。关于魏易在“林译小说”

中的作用，曾经有人评述说：“假如林纾少了他（魏易），那么决不会达到这样的成功，那是可以断言的。”○12在“林译小说”

的口译者之中，魏易不仅具有扎实的外语功底， 而且对西方文学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极高的文学鉴赏力。 

此外，魏易个人还独自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 其中包括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双城故事》（即《双城记》）。20 世纪

80 年代，魏易在台湾的女儿魏惟仪经多年的努力， 搜集到魏易与林纾合译的作品36 种， 魏易独译4 种， 共40种，校订出版。 

别说林纾的合作者——浙江学人魏易了，就连林纾本人的主要的翻译活动也与浙江翻译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林纾虽然出

生于福建， 但是在19 世纪90 年代，他在母亲和妻子相继病逝之后，便告别故乡，转辗他乡。1898 年4 月，林纾到达杭州居

住，并且续娶杨姓女子为妻。○13他在福州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 年初面世，这时，他已经“从闽县移家至杭州，在

杭州东城讲台教书”○14。林抒在杭州居住了近3 年之久。 

在杭州期间，他喜爱杭州的自然景色，自号“西湖补柳翁”、“六桥补柳翁”，写有多篇记录杭州名山胜水的游记。其实，

在定居杭州之前， 林纾也常与杭州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交往， 也偶访杭州。据有关学者考察，“1895-1901 年间，林纾在杭

州与杭州巡抚、清末教育家林启、政治活跃人物林长民以及后来任职商务印书馆高层经理的高凤池和高凤谦（梦旦）等福建籍

文人密切往来。林启和高氏兄弟合开了求是书院，将西学作为教学内容之一。 

林纾和魏易正是在求是书院相识， 然后合作翻译《黑奴吁天录》。”○15在杭州期间，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这部《黑奴吁天录》

（英文原文为Uncle Tom's Cabin，现译《汤姆叔叔的小屋》），于1901 年出版，这是林纾翻译了第二本西洋小说，译自美国

女作家斯土活(HarrietBeecher Stowe，现译斯托夫人)的作品。 

这部译作进一步奠定了林纾的翻译事业的基础。由此可见， 林纾在浙江期间是他翻译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起始阶段， 林

纾的翻译本身就是浙江翻译文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林纾在杭州期间，不仅翻译作品， 还在创办和主编刊载外国文

学译文的杂志方面颇具贡献。 

清末民初， 一些刊载外国文学译文的杂志得以在杭州创刊，推动了浙江翻译文学的发展。包括《译林》（1901）、《环球

丛报》（1906）、《杭州白话报》（1895、1901）、《英语学杂志》（1908） 等报刊杂志。其中《杭州白话报》和《译林》杂

志的创办和主编，都是与林纾有关的。尤其是于1901 年3 月5 日在杭州创刊的《译林》，更是与林纾和魏易两人密切相关。他

们两人先后担任过这本杂志的主编。 

《译林》作为当时杭州的一个文化品牌，每月一期，当时共出版了13 期， 以翻译日本作家的作品为主，包括清浦奎吾（1850～

1942）的《明治法制史》、织田一的《国债论》、镰田荣吉的《欧美漫游记》等重要著作，都是在这本杂志上译介的。林纾还

为《译林》写过一篇《译林叙》，说该刊“广译东西之书，以饷士林。”○16尽管《译林》还不是纯文学刊物，但是名人传、游记

等栏目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的。从当时的《译林》等杂志来看，更可以看出林纾对浙江翻译文学的贡献。 

与此同时， 魏易也是因为结识林纾从而走上文学翻译之路的。他与林纾在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相识之后，从求是书院借

到英文版《黑奴吁天录》，两人如获至宝，立即着手翻译。由魏易口述，林纾执笔记录，两人合作，把《黑奴吁天录》翻译成

书。《黑奴吁天录》于1901 年重阳节前翻译完毕，当年即以“武林魏氏刻本”在杭州付梓刊行。 

这部在杭州翻译和出版的美国文学经典，出版后即受到学界极大的关注。就美国文学汉译而言，这部译著无疑具有开创性

的意义。而且，该译本的出版对于当时社会政治， 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黑奴吁天录》之所以在中国引起震动，主要因

为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处境与小说中所描写的‘黑奴’有着类似的情况。”○17在《黑奴吁天录》这部长

篇小说翻译成中文的以及出版的1900 年和1901 年， 正是中国外患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辛丑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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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清政府卖国求荣，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甚至连旅美华人也受着与黑奴一样的虐待，中华民

族四万万黄皮肤同胞同样面临沦为白皮肤入侵者之奴隶的厄运。 

这一点，林纾和魏易是深深感知的。林纾为此书写了一序一跋， 把书中所描述的美国黑人遭受奴役之事，与当时美国歧视、

虐待华工的浪潮联系起来，从而警示国人。林纾在《跋》中强调：“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

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

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18可见，林纾和魏易将文学翻译事业当成了维新改良的一种政治追求， 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

来。作为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美国小说以及美国文学经典，《黑奴吁天录》对于中外文化交流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同样，对

于当时所处的社会语境而言，也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二）《绝岛漂流记》 

在杭州， 浙江译者不仅与林纾合作翻译了第一部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而且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丹

尼尔·笛福的代表作《绝岛漂流记》（现通译《鲁滨孙漂流记》），也是第一次由浙江译者翻译的。这部文学经典是由浙江杭

州的沈祖芬首次翻译成中文的。 

该书是英国18 世纪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代表作，是笛福文学创作中的里程碑式的作

品。丹尼尔·笛福的这部小说以及这部作品中所塑造的具有冒险精神的鲁滨逊的典型形象，同样也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1898 年，浙江译者沈祖芬翻译了这部小说，书名被译为《绝岛漂流记》。1902 年，该书得以出版，这是第一部中文译本， 对

于该部作品在我国的流传以及中英文学交流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绝岛漂流记》的译者沈祖芬（1879～1910），又名跛少年，杭州人。他出生于杭州一个著名的书香门第， 他的父亲沈竹

扔， 是玄空风水的经典著作《沈氏玄空学》的作者，在该领域享有很高的地位。沈祖芬的哥哥沈瓞民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

著述甚丰，留学日本时，曾是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 

沈祖芬3 岁的时候染上了足疾， 从而行走不便，但是他具有顽强的意志，刻苦自学英语，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尝试翻译英

文作品，到了22 岁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数种译著。其中最为主要的译著是《绝岛漂流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Robinson 

Crusoe），他特别喜爱这部作品，有志于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希望借小说冒险进取的精神‘以药吾国人’”○19。该书于1898 翻

译，经师长润饰与资助，1902 年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 上海开明书店发行，著者署名为“狄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

为该书作序，并在序中认为“此书以觉醒吾四万万之众”○20。在该书的《译者志》中，译者称这部小说“在西书中久已脍炙人口， 

莫不家置一编。……乃就英文译出，用以激励少年”。○21  

沈祖芬的译本不仅在进取精神等思想方面影响了后来的译本，而且也在包括作者“狄福”在内的具体译名方面对后来译本

起了奠基的作用。仅以书名为例， 英文原著书名为：The Life and Adventuresof Robinson Crusoe，如果严格按照字面翻译，

应该译为《鲁滨孙·克鲁索的生活与历险》，可是，沈祖芬却将其意译为《绝岛漂流记》，这样翻译，远胜于稍后的《辜苏历

程》等译名，其中的“漂流记”这一词语，一直被林纾以及后来几乎所有的译本所承袭。 

四、结语 

浙江的翻译文学有着译家和作家同步互动、共同探索的传统。在浙江翻译文学发展史上，不仅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翻

译家，如魏易、吴梼、朱生豪、李俍民、梁实秋、茅盾、傅东华、曹未风、王佐良、叶水夫、草婴、宋兆霖、飞白，而且也出

现了许多集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于一身的优秀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茅盾、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丰子恺、施蛰存、夏

衍、徐迟、黄源、孙席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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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还得自己开，被动开启只是第一阶段，自我开启才是真正的开启。联想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中国学者为了文化影响

而进行的文化对外传播，是为他人开启窗户。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国外学界自我开启。尤其需要我国自身加强民族文化

建设， 只有国外处于学习和借鉴的目的而进行的自我开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 

清末民初的浙江学人为浙江首先开启了世界文学之窗， 也为中国翻译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不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世界

文学的窗口，拓展了视野，同时也为英美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流传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清末民初的浙江翻译文

学成就是我省珍贵的文化遗产，整理、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浙江翻译艺术成就，发扬、承袭这一时期的优秀传统，无疑是浙江

学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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